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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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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梳理大运河文化保护项目时我们发现，大运河沿途所形成的聚落文化遗产有一定的生成与分布规

律，并由此成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调研统计，大运河（江浙段）现存各类聚落文化遗产 148 项，它

们不仅是大运河文化的集中承栽空间，更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大运河（江浙段）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呈现出若

干规律，包括:运河水利工程指向性规律、运河航运节点指向性规律、运河交汇点指向性规律、运河机构指向性规

律、运河商贸活动指向性规律。我们认为，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生成与分布，不是某种单一规律，而是多重规律

共同作用的结果；多重规律之间，有先有后，既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又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关键词】大运河 聚落文化遗产 生成与分布 历史规律 

大运河是中国创造的伟大工程,深入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决

策部署。我们知道，大运河文化遗产类型多样，其中，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是重要的一支。所谓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是指大运

河形成、发展、变迁、演化等与大运河建设、交通、运营、生产等活动密切相关的沿运河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城镇、历史文化街

区（以下简称“历史街区”）、历史地段、传统村落等。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与大运河相关的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运河文化的集中承载空间。 

学术界关于大运河与沿线城镇的形成、发展、空间分布规律等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在文献梳理中我们却发现，其

还存在一些亟须关注的问题:一是研究对象往往以沿运河的大城市为主，以北方运河城镇为主,缺少对中小市镇和南方运河聚落

的研究;二是研究内容散见于相关论著和运河资料之中，缺乏总结，或者说研究的系统性有待提升；三是有些规律尚待发现和提

炼,研究的全面性不足。因此，本文将从大运河各类型聚落文化遗产（城市、古镇、历史街区、历史地段、村落）入手，以江苏、

浙江段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密集区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深入探究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规律。 

众所周知，江苏、浙江大运河地区河湖港汉密布，码头、桥梁、闸堰、堤坝等水利工程众多,自唐宋以后不仅成为全国重要

产粮区和漕粮供应地，更成为全国手工业与商业繁荣、市镇经济发达的重要地区。因此,它也是研究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

分布规律的理想区域。 

据课题组调研统计,大运河（江浙段）现存聚落文化遗产共 148 项[1]2。其中，徐州 5项，宿迁 4项，淮安 14项，扬州 21项，

镇江 13项，常州19项，无锡 11项,苏州 19项，嘉兴 14项,湖州 13项，杭州15项。具体名称与分布区域见表 1。 

表 1大运河（江浙段）聚落文化遗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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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迁受大运河影响，亦属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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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数量 名称 

徐州 5 徐州城、户部山历史街区、窑湾镇（窑湾历史街区）、土山镇、下邳镇 

宿迁 4 宿迁城、皂河镇、东大街-新盛街历史地段、洋河镇 

淮安 14 

淮安城、龟山村（老山子镇）、板闸村、河下镇、码头镇（安澜大街-官巷兴盛街）、杨庄村、清江浦

丰济仓一草市口历史街区、都天庙街历史街区、花街-慈云寺历史街区、驸马巷-龙窝巷-上坂街历史

街区、清江大闸口历史街区、渔沟镇骡马街-中市街历史地段、蒋坝镇、平桥镇 

扬州 21 

扬州城、宝应城、高邮城、湾头镇、邵伯镇、界首镇、瓜洲镇、南门大街历史地段、北门大街历史

地段、仪征十二历史地段、仪征大码头历史地段、东关街历史街区、湾子街历史街区、氾水镇、仁

丰里历史街区、南河下历史街区、射阳湖镇、安宜镇、车逻镇、真州镇、大桥镇 

镇江 13 

镇江城、西津渡历史街区、伯先路历史街区、东门坡片区历史地段、大龙王巷历史街区、姚一湾片

区（含打索街）历史地段、大杨家巷片区历史地段、荣庆里片区历史地段、西门大街历史地段、新

河街历史地段、双井路片区历史地段、张官渡村、吕城镇 

常州 19 

常州城、奔牛镇（奔牛老街）、青果巷历史街区（含正素巷）、南市河历史街区、前后北岸历史街区、

天宁寺-奴舟亭历史地段、西夏墅-西栅门片区历史地段、魏村镇（魏村老街）、孟河镇（孟河老街）、

余巷老街历史地段、西直街-三堡街历史地段（含运河五号街区）、鹤园弄、戚墅堰老街（东街）、杨

桥老街历史地段、焦溪老街历史地段、篦箕巷历史街区、横林镇、南河沿历史地段（含西仓街）、锁

桥湾历史地段（含勤工路地块） 

无锡 11 
无锡城、惠山镇、梅里镇、荡口镇、清名桥历史街区、接官亭弄历史地段、前后蔡家弄历史地段、

淘沙巷历史地段、荣巷历史街区、日晖巷历史地段、洛社镇沿河历史地段 

苏州 19 

苏州城、木渎镇、府直镇、同里镇、明月湾历史地段、陆巷历史地段、盛泽镇、震泽镇、平江路历

史街区、山塘街历史街区、平望镇、周庄镇、长桥镇、松陵镇、望亭镇、浒墅关镇、枫桥镇、横塘

镇（横塘老街）、蠡墅镇 

嘉兴 14 

嘉兴城、王江泾镇、濮院镇、石门镇、乌镇、崇福镇（横街历史街区）、长安镇（东中西街历史街区）、

盐官镇（古邑历史街区）、许村镇（沿塘街历史街区）、梅湾街（南门历史街区）、月河历史街区、芦

席汇历史街区、双魁巷历史地段、新滕古镇 

湖州 13 
湖州城、南洋镇（南洋镇历史街区）、新市镇、练市镇、小西街历史街区、衣裳街历史街区、息塘村、

和孚镇袁家汇、荻港村、善琏镇、菱湖镇、双林镇、潞村 

杭州 15 

杭州城、桥西历史街区（含北新关历史地段）、小河直街历史街区、大兜路历史街区、塘栖镇（水北

历史街区）、拱墅运河历史街区、清河坊历史街区、觅桥老街历史地段、老余杭古镇、南宋御街历史

地段、五柳巷历史街区、留下镇（老街）、衙前镇（衙前历史街区）、仓前镇（仓前历史街区）、西兴

镇（西兴历史街区） 

 

探讨、揭示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的规律,对于还原和理解大运河历史、保护和传承大运河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深入探究江浙段大运河聚落的发展历史,总结、归纳、提炼并阐释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的若干规律

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运河水利工程指向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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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首要属性是水利工程，而依托大运河水利工程生成的运河聚落,又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大运河水利工程的

开凿或修建,如河道、水源工程、水柜、堤、坝、闸、桥梁、渡口码头、水利枢纽等的开凿或修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1]，建成后

因交通、地势等条件的改善而吸引较多居民前来停留、定居、贸易、生活，逐渐生成聚落;第二种是大运河水利工程的使用、运

营及维护带来的人流、物流等（成为运河聚落生成的必要条件）,典型如依托码头、渡口或闸口水利工程而生成的聚落。 

翻阅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一是随着运河河道及其支流的开凿与修缮,沿河道会生成聚落。如:荻塘（顿塘）运河的开凿与历次

修缮促使嘉兴南浔镇逐渐兴起。初为小村落的南浔，在南宋淳祐年间被敕准设镇，清代后期民间有谚语云:“湖州整个城，不及

南溶半个镇。”[2]湖州新市镇，原为陆路镇,运河开通后，新市镇演化成规模较大的运河水路镇。杭州塘栖在“宋时所无”，因

“运道改移”遂致“日益繁盛“[3]。 

苏州松陵镇，在元代大运河贯通之前，人口较少，明清时期“民夹运河南北以居，自称聚落”。“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

成（化）弘（治）间,居民乃至二千余家。坊巷井络，栋宇鳞次，百货具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嘉（靖）隆

（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易”[4]。水工建筑物的修建也是如此。 

清康熙时,在邵伯、江都、高邮、山阳（淮安旧称）等地修筑漕壕、滚水坝、减水坝等，使附近逐渐生成运河城镇聚落。如

南来北往的船只过壕，邵伯逐渐成市。淮安清江浦清江大闸是漕运必经咽喉要道,运粮时节，万艘漕船“帆橘衔尾,绵亘数里”。

由于清江大闸也是民商船必经之地，航运繁忙,过闸船只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加之大闸之上的桥梁沟通运河两岸，因此以清

江大闸为中心的大闸口一带是历史上淮安城的繁华中心所在。清代文学家黄钧宰云:“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

方辐臻，肩摩毂连,甚盛也。”[5] 

淮安码头镇居民点最初呈点状分布，人口较少，后黄河夺淮,水患频发,该地便成为黄、淮、运交汇的水利要枢之地。在此

区域内,建成了众多大运河水利工程,如惠济闸、通济闸、福兴闸（俗称头闸、二闸和三闸）、临清堰、束清坝以及里运河内堤、

外堤。此后，码头镇聚落格局演化为沿堤坝呈条带状展布，“高堤结屋,因堤兴街”[6],聚落繁盛。明朝时在邵伯以南建造了多座

水闸,清朝道光年间建成了归江十坝，以致闸、坝水利工程所在地湾头镇逐渐人口聚集,后发展成为市镇聚落。 

常州奔牛镇也是因兴修水利工程而发展起来的聚落。查阅史料可知，奔牛汉时有其名，隋唐时随着京杭大运河和孟河的开

凿与拓浚，奔牛从堰到闸再到坝,水手船民和为船民服务的商店酒肆旅馆也越来越多，遂成聚落。奔牛闸的地位非常重要,陆游

云:“苏常熟，天下足。此闸尤为国用所仰。迟速丰耗，天下休戚在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

贾贸迁，途出于此者,居天下十七。其所系岂不愈重哉。”[7]3宋代奔牛就出现了集市，南宋杨万里曾记载了奔牛闸的繁忙，“一

行二十四楼船,相随过闸如鱼贯”
[1]
。到清朝中期,奔牛市镇聚落已有较大规模，全长 1500 米，馆舍店铺林立，驿站酒肆随处可

见，一时成为江浙名镇。 

二是因运河河道改变所导致的城镇聚落形态发生变化。以无锡城区为例。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关闭了锡澄水关,运河

改道至今莲蓉桥、亭子桥、羊腰湾一带。此后，商贸交易市场也随之逐渐从城内转移至城外。无锡城外西侧,沿运河形成多处繁

                                                        
3
[1]如明中期,仅通州至仪真（现仪征）的瓜洲运段，国家额定夫役人数就有 47004Ao参见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中册）,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65 页。 

[2]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局1939 年版，第122 页。有学者对此民间谚语提出质疑,笔者认为此谚语可能有夸

大之嫌，但可以说明彼时南 7寻镇的发展规模与繁华程度。 

[3]虞铭:《运河商埠》,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 74页。 

[4]〔清〕陈荀缓、丁元正修，倪师孟、沈彤纂:乾隆《吴江县志》卷 4《镇市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19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 1991 年版，第 373-374 页。 

[5]〔清〕黄钧宰撰，王广超点校:《黄钧宰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3页。 

[6]王凌瑾、吴晓、宁昱西:《运河古镇的历史演化与特色价值解析——以淮安码头镇为例》,《规划师》2017年第 S2期。 

[7]〔宋〕陆游:《渭南文集》卷 20《常州奔牛闸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1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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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商市（特别是南北水关处）,无锡城区也开始形成沿运河的条状发展趋势。再以杭州城为例。因古代钱塘江天然河道沿岸的

自然条件不利于城市建设，故杭州老城的基本空间形态主要沿大运河人工河道南北铺展。 

三是依托桥梁的修建，进一步提升了大运河河道的交通便利性。在自古以舟楫为重要交通工具的江南地区，临河聚货，夹

桥为市，加速了货物、人群的聚集,从而使聚落得以孕育生成。正如杭州塘栖镇的发展，除了运河开通穿镇而过这一重要因素外,

还得益于横跨运河、连接塘岸官道的广济桥（曾名通济桥、碧天桥，俗称长桥）。元代时，塘栖仅仅是人口稀少的小村庄。元末

开浚大运河，明弘治二年（1489）广济桥建成，使塘栖成为江苏、上海一带联系杭州的水陆要道，渐成市镇。 

“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2]。就连描绘塘栖盛况的诗词也离不开桥梁:“市门相向锁长虹,画舸奔云趁晚风。箫

歌声喧春梦杳，两廊灯火映溪红。”“武林东下是通津，水面长虹杂沓尘。”
[3]
描述了明清直至民国塘栖百业兴旺、人口剧增、

富甲一方的盛况。再看浙江嘉兴的王江泾镇和江苏苏州的盛泽镇,横跨运河东西两岸的长虹桥促进了两镇聚落的发展，清咸丰六

年（1856）绘制的《虹桥画舫图》，就描绘了长虹桥及运河周边繁华的市镇聚落景观。 

四是依托大运河码头、渡口类水利工程，各类商品得以集散、交易，同时码头（渡口）附近有完备的客栈、饭馆、酒楼等

服务设施，使市镇聚落得以生成。大运河（江浙段）沿线的窑湾码头、皂河御码头、邵伯码头、清江浦码头、界首码头、瓜洲

渡、西津渡、张官渡、震泽码头、乌镇码头等,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明朝修建的清江闸和清中叶以后在闸北修建的石码头,

对淮安清江浦城的生成与繁荣影响甚大，石码头是“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地，“南人乍骑马，北客半登船”[4]。 

邵伯镇自邱沟贯通江淮始就成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此外,运河两侧建成的大量码头（现存四座码头:竹巷口码头、大码

头、朱家巷码头和庙巷口码头）也是古代客商在邵伯镇的主要停靠之处,是邵伯镇及运河以东地区货物贸易的主要场所。邵伯镇

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四座码头
[5]
。扬州瓜洲渡“每岁漕舟数百万,浮江而至;百舟贸易之人，往返络绎，必停于是”

[6]
，逐

渐形成繁盛的聚落。镇江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物资，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7]4今

天西津渡古街，依然可见当年聚落的繁华。常州青果巷紧邻大运河码头，在该码头停留的船舶主要卸载各种果品,沿岸果品商铺

众多，因之称为“千果巷”，保存至今仍是历史街区。 

二、运河航运节点指向性规律 

大运河航运节点是生成市镇聚落的良好区位,船只在大运河上航行有一定的日航程,史料记载：“唐制:水程之行,舟之重者,

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日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

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
[1]
根据日航程,大运河沿线因上水、下水形成诸多航运节点，在这些航运节点，船只（水陆驿亦有驿

马）需要停留进行补给等活动。 

航运节点凭借区位上的优势吸引人口集聚，运河聚落在这些节点地区逐渐生成与分布。如塘栖镇距离杭州城正好是天的水

路航程，从北方去杭州的商家旅客都要在此留宿_夜，这为塘栖镇聚落生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明黄训记载:“自通州至仪真

水路三千里，凡为驿四十有二。……沙河驿至沛县泗亭驿六十里,泗亭驿至徐州夹沟驿七十五里,夹沟驿至本州彭城驿九十里，

彭城驿至本州房村驿六十里,新安驿至本州下邳驿六十里,下邳驿至本州宜河驿六十里,宜河驿至宿迁县钟吾驿六十里，钟吾驿至

桃源县古城驿六十里,古城驿至本县桃源驿六十里，桃源驿至清河县清口驿六十里，清口驿至淮安府淮阴驿六十里，淮阴驿至宝

                                                        
4[1]〔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注:《杨万里集笺注》卷 29《过奔牛闸》，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500 页。 

[2]杭州市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余杭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26页。 

[3]桂国栋、陆文宝:《京杭运河第一谈古论今广济桥》,《浙江档案》1997 年第 4期。 

[4]〔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 14《指南后录》卷2《发崔镇》，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61 页。 

[5]蔡蕃:《京杭大运河水利工程》,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9页。 

[6]《江苏地方志》编辑部:《钩沉古瓜洲》,《江苏地方志》2014 年第 2期。 

[7]〔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 2《津渡》，《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71 号,成文出版社 1975年版，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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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安平驿八十里,安平驿至高邮州界首驿六十里,界首驿至本州盂城驿六十里，盂城驿至扬州府邵伯驿六十五里,邵伯驿至本府

广陵驿四十五里,广陵驿至仪真县仪真驿七十五里。”[2] 

据 1998 年发掘的《嘉兴重建驿记》碑记载，“江以南繇润至于杭七百里,为驿凡十有四”，即从镇江到杭州距离七百里，

有水驿十四座，平均间距五十余里。从仪真江岸到扬州广陵驿的水程是七十五里,从清口驿到桃源驿的距离是六十里,因此杨士

奇诗云:“朝辞仪真坝,暮过广陵城。”[3]暮出清江闸，夜投清江口。明日到桃源，谁家问沽酒。”[4]明张天赋也写过一首诗，诗

名即为《夜泊仪真次早发舟宿扬州》，说明这段距离需要船舶行进一日航程。如果不考虑天气、风向和运河水量的影响,驿站之

间的距离和运河船只的日航程基本一致。地处运河航运节点，生成了很多知名的运河城镇聚落,如宝应城、高邮城、下邳镇、王

家营镇、邵伯镇、界首镇、平望镇等。 

大运河航运节点还有一种情形,是由于运河航道的水流情况或船闸、城门的启闭，使得船舶被迫靠泊停留，这样的节点也是

运河聚落生成和分布的重要区位。如徐州窑湾镇，因大运河在窑湾附近有三道弯,水流因之减缓,利于船舶避风和靠泊，而过窑

湾后自直河口到徐州的水路凶险，夜间行船危险重重，故南来船只都会在窑湾靠泊一夜，修整补给后次日凌晨出发。据记载,窑

湾的一大特色是“夜猫子（猫头鹰）集”，船只夜晚靠岸，凌晨起航,而这一时段形成交易集市。 

有诗云:“梆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5]窑湾遂成一方大镇。此外,船闸之处还

有另一番景象，即往往需要等到聚集一定数量的船舶,才允许过闸,并严格规定闸门开启时的最低积水深度和开闸次数，不许违

例开闸。如明宣德四年（1429）规定，清江四闸“凡运粮及解送官物并官员、军民、商贾等船到闸,务积水至六七板方许开”[6]。 

杨万里《过奔牛闸》诗云:“春雨未多河未涨，闸官惜水如金样。聚船久住下河湾,等待船齐不教放。[7]又如《过吕城闸》:“泊

船到得暮钟时，等待诸船不肯齐。等得船齐方过闸，又须五鼓到荆溪。”“等到船齐闸欲开，船船挨拖整帆桅。一船最后知何

故，日许时间独不来。”[8]5大量船舶的停留使得官丁、纤夫以及商旅之人聚集,也推动了市镇聚落的生成。再看因张继诗得名的

枫桥古镇（一说因江边多枫树）,唐以前称“封桥”，为古驿道必经之地，是城市门户要塞,官府在此设卡检查过往商旅船只。

每晚苏州城的城门关闭后，运河即封航，船舶须在此停泊待旦。宋元之际，枫桥市肆已远近闻名,明清间，枫桥已发展成著名市

镇,“金阊门外枫桥路，万家灯火迷烟雾”[1]。 

三、运河交汇点指向性规律 

由于大运河与其他河流、河段、湖泊交汇之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同时也是河道挑浚、水工建筑物修筑的重点地区,因

此也是生成运河聚落的最佳场所,较易生成较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大运河与淮河、宝应湖、高邮湖交汇处分别形成淮安城、

宝应城、高邮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形成扬州城和镇江城;大运河与太湖交汇处（江南运河引太湖水作为水源）形成无锡城;

大运河与钱塘江、浙东运河交汇处形成杭州城;等等。 

以扬州为例，隋代大运河贯通后，由于长江与大运河的水量、水位不同,长江的船舶一般不驶入大运河,大运河的船只也不

                                                        
5
[1]〔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 55《财赋门•漕运类》,《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93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版，第 782 页。 

[2]〔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 51《漕河图志叙》,《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4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476

页。 

[3]〔明〕杨士奇:《东里集•诗集》卷1《晚过扬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2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307

页。 

[4]〔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 60《清河县调公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23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9 页。 

[5]刘士林、耿波、李正爱等:《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61页。 

[6]〔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 198（1部•河渠》,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999 页。 

[7][8]〔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注:《杨万里集笺注》，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1500 页，第 1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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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入长江，江南的漕粮以及盐、茶、丝绸、药材、瓷器等在扬州交卸后,再继续通过运河北上，成就了扬州第一繁华都市的地位。 

苏州城的选址与变迁也明显符合交汇点指向性规律。隋代大运河开通以后，苏州处于江南运河与娄河（今浏河）的交汇处，

内河和海上运输极为便利。隋朝末年，苏州因战火而将城迁到了横山下、黄山东,名为新郭;但仅三十年后,苏州又将城迁回了原

运河与娄河的交汇处,正是因为此处便利的交通和完整的城内水系[2]。 

苏州经运河到长江，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蜀岭南”[3],可以联系内地许多省区:经运河北接河南、山东、河北，

直达北京;经运河南至杭州，远联福建、广东;经娄江又可直抵长江入海，自苏至沪，娄江实为要津之地。正是凭借这种交汇点

带来的优势,苏州城迅速发展起来，隋代时苏州人口仅为一万八千户，至唐代元和时剧增为十万多户。明清时苏州“上自帝京，

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舶胪毕至”
[4]
，之后还发展成为“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5]
的大都会。 

除了区域性中心城市外,还有大量的中小商业、手工业聚落，往往也分布在大运河与其支流、减河、引河等相关河道或湖泊

的交汇处。如:大运河和骆马湖的两个交汇处，分别孕育了窑湾镇和皂河镇;淮安老子山镇龟山村也因位于洪泽湖南岸，是淮河

洪泽湖入口处而成为知名的小镇;大运河与北澄子河、盐邵河、子婴河、泾河、通扬运河、（老）孟河、白马塘、金牛塘、崇长

港（亦名长安塘、运塘河）、胥江、上塘河、荻塘（顿塘）、烂溪（亦名澜溪）塘等交汇处分别生成和分布有高邮城、邵伯镇、

界首镇、宝应县、湾头镇、奔牛镇、石门镇、崇福镇、长安镇、木渎镇、枫桥镇、南浔镇、平望镇等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 

徐州窑湾镇位于大运河和老沂河交汇而入骆马湖处，尽管这里早期较为荒芜，周围零星有几座砖窑,但到明清时期,随着漕

运的鼎盛,窑湾可南达苏杭、北抵京津,迅速发展起来。明清时期直到 20世纪 40年代，窑湾有山西、江西、福建等 8省会馆,10

省代办,360多家商铺、行栈，有 10多个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聚居于此，常住人口达 3万余人[6]。嘉兴乌镇（原乌、青二镇）既

与大运河贯连,南北两端又与钱塘江和太湖相通，明嘉靖即“商贾走集四方，市井数盈于万户”
[7]6
清代乌（青）镇繁荣依旧，“户

口日繁,十里以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巨丽甲他镇，市达广袤十八里”[1]。 

四、运河机构指向性规律 

通过史料归纳我们发现，与大运河有关的机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河漕运、河道政府管理机构，如漕运总督衙门、河

道总督(南河总督)衙门、税关(钞关、榷关、常关、户关)等;二是相关功能性和服务性机构，如粮仓、驿亭、造船厂等。其中，

漕运、河道政府管理机构对聚落生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管理机构设立的目的是督理漕务,治理河道,对大运

河上来往漕船和民商船开展盘验、征税等管理活动,因此大运河上的船只在这些地点经过往往需要停留,随船官吏、运丁水手上

岸歇息、消费，故使得人群得以聚集。其次，管理机构日常需要较多的官吏、士兵、杂役，以及相关服务人员和劳务人员，这

些常住和流动人口，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消费群体，进而吸引了更多行业的人群在此聚集,经营谋生。再次，运河机构的设立,使

所在区域的治安水平提升，管理更加有序,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得以改善，这都是聚落不断成长壮大的有利因素。 

据记载，淮安历史上的第二次繁荣，从15世纪初叶到 19世纪中叶,持续了400 多年，如此长时间的繁荣与漕运总督、河道

总督驻扎在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人数上来看，明朝时直属淮安漕运总督府的文官武校及下辖官兵有 2万余人。雍正年间，

分设北河、东河、南河三总督，南河总督衙门设于清江浦，三者之中以南河总督最重要，其下设 24厅、汛,有河标营兵弁 10余

万人[2]。在陈瑁总理漕运之前,清江浦地区还是人烟较少的“闲旷之地”。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的驻节,再加上其他管理机构的设

                                                        
6[1]苏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运河名城: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2012 年版，第118 页。 

[2]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97页。 

[3]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66 页。 

[4]苏州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331 页。 

[5]〔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卷 2《阊门即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2页。 

[6]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走近大运河:江苏篇》,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65页。 

[7]〔清〕张园真:《乌青文献》卷 1《建置》，转引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中册）,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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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使“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3]。“国朝河院又移驻于此，舟车鳞集，冠盖喧闻,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

绝”[4]“水陆都会，舟车辐赣,四方豪强大贾鳞集麋至，侨户寄居者不下数十万”[5]，一派繁华都市景象。 

此外，税关机构的设立和聚落的生成也密切相关。税关的设置，一方面增加了等待过关的众多行商、官员和依附税关生存

的胥役、关棍、牙商、脚夫等消费群体，带动了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过往船只在等待过关验收时还会在此进行商品

贸易，这都是促进聚落生成的契机。如淮安板闸镇。 

板闸原为陈瑁在清江浦河所建的一道闸，明宣德四年(1429)于此处设淮安钞关(民间俗称榷关)，为运河七大钞关之一，也

是明、清两代全国最大的钞关。康熙九年(1670)将清江闸户部储粮关和工部抽分关并入板闸榷关,更加促进了板闸镇的繁荣。“自

清口以至邳、宿几三百里,为南北咽喉之地。板闸居其南,舟航漕贾实攸赖焉。”
[6]
板闸临河市廛密布,沿河两岸居民数千家，有

东街、南街、前后西街等，依赖税关事务生存的居民约占总人口的一半,诗云:“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

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又还。[7] 

清代《山阳竹枝词》云:“关楼百尺倚淮流，小吏凭阑气象遒。过午贾船齐放渡,笙歌如沸占扬州。”[8]7可见，彼时的板闸

繁盛景象甚至可以与扬州媲美。明景泰元年(1450)在杭州北新桥附近设立钞关——北新关（又名户部分司、北新钞关）,为明代

运河七大钞关之一。清时北新关有主事、巡捕、管事、更夫等 127 名[1]，围绕北新关形成了热闹的商业区——北关市（镇）。“北

关夜市”是旧时“钱塘十景”之一，商贾骈集，物货辐臻,不分昼夜。明高得昉诗云:“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至今。[2]

明清时期在浒墅关运河畔设“浒墅钞关”，建关署，置巡检司,“（浒墅关）镇前有钞关，南北往来船到此湾泊（停泊）点检，

然后乃行”[3]。后浒墅关镇发展成为江南名镇，称“吴中一大镇”。 

大运河驿站的设立,也是推动聚落生成的重要因素之一。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沿线普遍设置水驿。明永乐年间，

又沿运河增设水驿多达 41处而且驿站功能日益综合化，即兼邮、交、馆、监等职能。驿站至少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大运河聚落的

生成:一是与驿站相关人员的消费行为有关;二是持驿之人往往凭借特权，或者和商人勾结,利用驿递进行贸易活动以牟利，因此

围绕大运河沿线驿站,逐渐形成商贸货物交流的关口。 

如清朝时常州毗陵驿有驿马 56匹，木船 15艘，马夫 34名，水夫 82名[4];南来北往的驿使、官员、差役、文人络绎不绝，

他们在大码头上岸,进行消费活动。依托驿站和码头形成的篦箕巷热闹非凡，“篦梁灯火”是常州古时八景之一。盂城驿对高邮

城的发展（尤其是南门大街地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鼎盛时盂城驿有厅房 100 多间,另有驿马 65 匹，驿船 18 条，马夫、水夫

200 多名，肩负着广大里下河地区的粮食、海盐等大量进京物资的调集和运输。至今驿站遗址所在的街巷仍被称为馆驿巷,周边

还有运粮巷和盐塘巷
[5]
。 

苏州横塘镇和平望镇聚落的生成也和运河驿站有很大的关系。横塘驿位于苏州城西南要道，是一座水路驿站,范成大《横塘》

诗云:“年年送客横塘驿,细雨垂杨系画船。”横塘驿亭是典型的迎来送往的运河水边“长亭”（横塘驿亭石柱镌刻对联曰“客

到烹茶，旅舍权当东道;灯悬待月，邮亭远映胥江”）。清代最盛时,横塘驿有马夫 70 名，快马 70 匹，快船 20 条，水手 60 名,

水夫 230名[6]。平望镇在唐代之前很少有居民定居，唐代设置驿站后，宋元年间“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7]“明弘治时“有

                                                        
7
[1]〔清〕董世宁:乾隆《乌青镇志》卷 2《形势》，《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 2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30

页。 

[2]荀德麟:《运河之都的形成及其嫂替》,《江苏地方志》2006 年第 4期。 

[3]〔清〕孙云锦修,吴昆田、高延第纂:光绪《淮安府志》卷 2《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54册，江苏古籍

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 1991 年版,第 26页。 

[4]〔清〕卫哲治、叶长扬等修纂,荀德麟等点校:乾隆《淮安府志》卷 5《城池》，方志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42-143 页。 

[5]〔清〕卫哲治、叶长扬等修纂,荀德麟等点校:乾隆《淮安府志》卷 13《盐法》,方志出版社 2008年版，第 471页。 

[6][7]〔明〕马麟等修,〔清〕杜琳等重修,〔清〕李如枚等续修，荀德麟等点校:《续纂淮关统志》，方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页，第35页。 

[8]冒广生撰,荀德麟、刘怀玉点校:《淮关小志》,方志出版社2006 年版，第4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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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司、水驿，冲要之所也。居民千百家，自成市井”[8] 

由于漕运离不开粮仓，因此围绕粮仓常常会形成人员的聚集，产生粮食交易等经济活动，进而生成聚落。如杭州仓前镇，

原名灵源,南宋绍兴二年（1132）在此建立皇家粮仓,后又设立督粮署,负责粮仓管理。各地运粮船集中于此，商贾云集，久之形

成了一个非常繁华的大运河市镇聚落。苏州平望镇位于大运河与其支线荻塘的交汇处，明清时期成为著名的粮食交易市镇，“地

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凑集,如小邑然，成弘以来尤盛[9]8,市镇已然具有县城气象。苏州平江历史街区聚落的生成、分布，与平

江河沿岸粮仓密切相关。平江河位于大运河西侧,通过多条巷河与大运河贯通，是苏州漕粮主要通道之一，沿河粮仓密布。最著

名的是丰备义仓，有粮仓 220 间。淮安清江浦，明朝时设立常盈仓（后改名丰济仓）,大量漕船在此停留。粮仓作为税收机构征

收一定的货物税，以及货船在此贸易，都促进了清江浦城镇聚落的生成与发展。 

“三代以下,国用之资莫大于漕运,漕运之器莫大于舟楫”[1],这是明代《漕运通志》中描述的造船厂设立的重要性。造船厂

需要大量工匠和相关人员，如设在清江浦的清江督造船厂，厂区沿清江浦河南岸排开，夹河二十里,工匠杂役兵弁逾万人（一说

6000 余人），这有力地促进了清江浦聚落的繁荣。 

清代清江浦镇下有 19 个坊镇,其中 7 个名称与漕船厂直接相关
[2]
。苏州同里镇造船厂也较多，“造作之属曰船厂,在辽滨,

居民多于此设厂造船”[3]。扬州、镇江、仪征（明朝称仪真）等境内也有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的造船厂。当然，造船还能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如缆索、桐油、铁钉、木材加工等行业，进而生成手工业聚落，如镇江城外运河沿边的打索街源于宋代，居民大

多以打绳索为业，至明清成为繁华地段。 

五、运河商贸活动指向性规律 

我们知道,商业文明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性。依托大运河开展的商贸活动，主要包括三类:粮食贸易、盐业贸易以及综合

性商贸活动（如漕船附货政策带来的运河商贸活动、商人会馆活动等）。这些活动不仅在储存和转运漕粮的运河沿线地区活跃,

还带动了码头、粮仓以及桥梁附近粮食交易市场，进而生成聚落。 

以常州为例，明正统五年（1440）在运河边建西仓,规模达 200 余间，用于储存漕米。大量运粮车船汇聚,粮商抓住商机，

竞相开设粮店，形成繁盛的大运河沿岸粮食交易市场，西仓街等街巷聚落伴随着粮食贸易生成和发展。再以枫桥镇为例，沿长

江东下的粮食,在镇江中转,经运河抵达枫桥米市，“湖广之米桂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4]。

外地在枫桥地区售卖的稻米，每年至少有数百万石。官府还在此设有标准粮斗，俗称“枫斛”。 

清初“枫桥市”地位已在“山塘市”“浒市”之上，为“储积贩贸”之地[5]。可见，粮食贸易促进了苏州枫桥聚落的生生不

息。明清时期嘉兴长安镇是芜湖大米运往宁、绍地区路程最短且运价低廉的水运要冲，是浙北粮食集散地。河上每天都停泊着

上千艘运粮船只,镇上有多处米市，长安堰与闸塘还形成了米夜市，“上下两河商贾往来，舟航辐臻,昼夜喧沓”[6]，“杭绍诸郡，

商贩成集”[7]，“闸塘夜市”成为修川（长安镇旧称）八景之一。至清嘉庆年间，长安已经成为“万家灯火”的大镇。扬州城的

                                                        
8
[1]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政协杭州市委员会编:《运河名城:杭州》，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215 页。 

[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 12《北关夜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222 页。 

[3]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 2002 年版，第108 页。 

[4]常州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编:《运河常州》，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82页。 

[5]陈薇等:《走在运河线上——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与建筑研究》（上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184 页。 

[6]黄强、周恺:《舟驿天下:江南水驿》,《百科知识》2018 年第 15期。 

[7]〔清〕陈荀缪丁元正修，倪师孟、沈彤纂:乾隆《吴江县志》卷 4《镇市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9册,江

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 1991年版，第 373 页。 

[8][明〕曹一麟修，徐师曾等纂:弘治《吴江县志》卷2《市镇》,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 1册，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版,第 80 页。 

[9]〔清〕翁广平:道光《平望志》卷1《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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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粮食市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两湖地区的稻米顺长江到达，长江以北的麦豆经运河抵达,每年

仅粮食的关税即占扬州关税总额的三分之一。 

此外，唐代恢复盐业专卖、征收盐税，也是大运河聚落生成的“温床”。淮南和淮北自古就是产盐重地，而扬州又是淮盐

的集散中心。至元十六年（1279）,各盐场转运至扬州的海盐近 58.76万引（合11万多吨）,乾隆四年（1739年）扬州两淮盐集

散量达到 217.7 万引[8]9。如此庞大的盐量,几乎都是依靠大运河运输。从元朝到民国,都在扬州城内设立两淮盐运衙署机构，统

辖两淮地区食盐生产、运销，城内又居住着八大商总、大小盐商，“四方豪商大贾”“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为之小商”[1]。

盐商钱财大多都用于自身消费与修建宅第园林,带动了扬州城的繁荣发展。 

扬州仪征十二牙地段同样是盐业商贸活动的产物。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盐栈经历了由仪征到瓜洲再到十二坪的变迁。清

朝后期十二牙是淮盐储存和中转的集中之地。清同治十二年（1873）建两淮盐务总栈于十二牙镇，该镇最盛时有 9街 18巷，码

头 30多座，商铺400 多家，人口 20多万，船舶2000 余艘，盐工 5万余人[2]。 

明清时期，大运河上的南粮北运逐渐演变为更为广泛的商品交换，这与漕船附货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明朝政府规定，漕船

可以携带货物，自由在沿途贩卖，称为“土宜”。到了清朝，漕船附货政策进一步放宽，从明朝时的每船附带10石（成化年间）、

40石（嘉靖年间）、60石（万历年间）,增加到清嘉庆年间的每船附带 100余石,甚至也允许漕船头工、舵工每人“带土宜三石”[3]。 

事实上违限私挟的货物大大超过此数,一艘容载漕粮二千石的漕船，每船正粮不过五六百石,私货却不止数倍。漕船回空时，

一般都是满载私货。清代有漕船 1万多艘，裁减后也还有6000 艘左右，其所携货物量惊人，加上其带动作用，影响可想而知。

以镇江为例，漕船附货带来的大量北方货物，进入江南运河的第一站即是镇江，镇江港口、码头商贸活动繁盛，“商贾居民咸

资其利”
[4]
。 

这极大促进了镇江的发展，“京口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5]。与大运河有关的服务业也

会促进聚落的生成、发展与繁荣。如过塘行是大运河特有的服务业,它属于转运业的一种，专门从事代客转运货物、驳船过塘。

据记载,西兴镇（西兴历史街区）地处钱塘江南岸,是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的交汇处,西兴街市商贸最大的特点是过塘行数量多，

鼎盛时达到 72家[6]10，街市坊肆栉比。 

此外，依托大运河发展的手工业及伴随其的商贸活动,也促成了专业型运河市镇聚落。如历史上来自西北的玉石要进贡给北

                                                        
9[1]〔明〕杨宏、谢纯撰，荀德麟等点校:《漕运通志》卷5《漕船表》，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 93页。 

[2]金德海、张林、杜涛等:《淮一曾经的全国漕船制造中心》,《江苏经济报》2017 年 6月 30日，第 A04版。 

[3]〔清〕阎登云修，周之祯纂:嘉庆《同里志》卷 8《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1页。 

[4]〔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44《与浙江黄抚军论开米禁书》，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065 页。 

[5]苏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运河名城: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2012 年版，第106 页。 

[6]〔明〕刘伯缙修,陈善等纂:万历《杭州府志》卷 34《市镇》，爱如生数据库,中国方志库（初集），（万历）《杭州府志》,明万

历刻本。 

[7]〔清〕邹存混同治《修川小志》卷首《陈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 2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7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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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京,都要通过运河南下加工，使扬州湾头镇成为全国玉材集散地和玉器生产中心，工匠云集，大量居民以此为生，这也是湾头镇

聚落生成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与漕运、漕船有关的单一性商品贸易也推进了聚落形成，如嘉兴的芦席汇历史街区，就是

因为明清时期嘉兴漕运发达,芦席汇以堆放、买卖漕船苫盖所用芦席为主，渐成嘉兴城北门外商贸聚落区。 

正是上述的经营活动,又使大运河沿线的商人会馆成为商贸经营活动的大本营;或者说,经营活动是促进大运河聚落生成并

影响其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姑苏第一名街”之称的苏州山塘街明清就有会馆总计 59 所，其中 30 所集中于山塘街及其周

边地区。山塘街、南河下街、水北街等街巷的生成、繁荣与众多商人会馆的出现密不可分。 

需要说明的是，运河商贸活动指向性有运河聚落生成与分布的规律,同时只有存在一定规模的聚落,商贸活动才能进一步发

展繁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六、结语：多重规律之间的关系 

综上,通过历史文献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生成与分布,不仅仅是单一规律在发挥作用,更是多种规

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徐州城为例。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引黄济运，使徐州位于黄河与运河交汇处,更成为一座重要的码头，“军民贡赋转输、

商贾贸易，皆由于斯”[1]。明太宗朱棣定都北京后，“凡江淮以南之贡赋及四夷方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万舸，昼夜罔息”[2]。

永乐十三年（1415）城内设彭城驿，城周边设 8处驿站。另外，明朝政府在徐州设立了户部分司和工部分司等管理机关,还有钞

关以及漕粮储运的广运仓（运河沿线四大粮仓之一）。 

明代的徐州城“物华丰阜，可比江南”[3]。再以嘉兴石门镇和长安镇为例。大运河的开凿通航使石门镇南通闽、广,北达沪、

苏,成为杭州府与嘉兴府之间的要道。唐代在石门镇设置水陆两驿,称为石门驿,舟车驿骑,昼夜不绝,官舫贾舶皆泊于此。宋朝时

设置瞻军监库廨,元代设置巡检司。 

因明代崇德县普遍种植蚕桑，占用了粮田，每年有四个月缺粮，其粮食靠运河从鄂、皖等地贩销,故石门镇又成为粮食运销

崇德县的第一站,镇上布满了粮店,粮食生意兴隆。此外,长安镇的兴起，除了前文所述粮食贸易因素外,还与运河水利工程以及

运河机构设立有关。 

有资料显示:大运河重要水工建筑长安三闸、长安坝的修筑，大大改善了长安镇的运河交通,使之成为嘉兴运河网的重要节

点;北宋时期又特别设置了长安堰闸指挥,下有闸兵 120 名，后又增设堰闸监护使臣,衔同县令;唐代时设立的长安驿站上通临平

驿,下通石门驿，东达盐官,元朝时长安镇专设水陆两驿，有马60匹，舟60艘[4]。这些都是例证。 

淮安河下镇的兴起,也与前述几个规律有关系。河下镇位于古运河和淮河的交汇点，宋代河下即筑坝建闸,黄河夺淮后,河下

又成为濒备黄河、地理险要的重地。明永乐十三年（1415）陈瑁“乃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5]，运河通道改经淮

安城西,河下位于管家湖嘴,地位更加重要。据记载，河下镇淮河五坝为民船、商船盘驳转搬之地,“自明改运道，径指城西,贾

舶连橘,云集湖嘴，繁滋景象，俶落权舆”[6]。 

“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7]官吏、船工、水手、客商汇

聚于此，“市不以夜息”[8]。淮北盐运分司署、淮北盐引批验所移驻河下，河下遂成为盐业中心，“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

下，河下乃称极盛”[9]据考证,富商在河下修建的私家园林有65座之多[10]。 

此外，清江督造船厂的漕船零部件配套加工基地也设在河下,造船物资在此集散，“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蓬，百货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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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11]。至今河下镇还有钉铁巷、打铜巷、竹巷、绳巷等带有鲜明造船业特点的街巷名称。有资料显示，明朝时河下有街22条，

巷 91条，坊13处，形成了“纵横衢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12]11的城镇聚落。 

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运河水利工程的修建、运河机构的设置、运河航运节点以及运河与江河湖泊的交汇带来了

人群的聚集，人群集聚既是运河商贸活动开展以及运河机构（如税关、驿站、漕运和盐务管理机构等）设置的原因，又是其结

果。在这个过程中，聚落得以生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前述若干规律之间，往往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 

以运河机构驿站与税关为例。二者多选址于重要的船闸、码头、航运节点、河流交汇处等位置，这些地区往往是运河商贸

繁盛之地。驿站如此选址，即为方便各路官员、使客采办宫廷用品并进行大众消费活动;而税关设置带来了更多的消费群体，这

又反过来促进了运河商贸愈加繁荣。在这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互动过程中,城镇聚落的生成与繁荣成为必然。 

以高邮的盂城驿为例。它距离大运河不过几十米，正厅皇华厅原就坐落于运河河堤之上，水路通衢。明代除了大运河往来

船只经过高邮外,还有大量船只由里下河地区运送盐、粮等各种物资至高邮。盂城驿的所在地正是漕河与东部地区物资交换的中

转站和集散地。 

驿站设立之前，此地就是城外一处重要的市场,邻近的南门大街和北门大街同为高邮最繁华的商业街，交易最多的商品是粮

食，号称“六陈行”（稻、米、麦、豆、高粱、芝麻）,方圆数百里都来采购。盂城驿的设立，是此地街市繁华的结果，又助推

了当地商业与聚落进一步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姑苏驿的情况也是如此。“姑苏驿递,南接行省，北抵大江，东南贡

赋并两浙、闽海之供，悉由兹道,是以送往迎来，岁无虚日。”[1] 

明代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万年桥附近）与姑苏驿毗邻，相距不过百米。乾隆年间徐扬所绘的《姑苏繁华图》既描绘了万

年桥附近繁华的城镇聚落景观，也描绘了姑苏驿接官厅前迎送官员、使客的繁忙情景。此外,苏州浒墅关镇生成与快速发展的一

个重要原因也与浒墅钞关的设置有关，而钞关之所以设于此,主要考虑浒墅关是大运河航运枢纽之地和繁荣的商贸活动之所，

“为扬关、浙关、浙海关等处中道，凡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2]12。 

我们认为,上述几种指向性规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运河水利工程（码头、渡口、堤、坝、闸、

水利枢纽等）常常修建在运河与江河、湖泊及其支流的交汇处。重要的码头、渡口、闸口往往是粮食转运、货物流通、人员通

行的必经之地,而粮仓、驿亭、税关、衙署等运河机构更会建置于此（如邵伯驿、清口驿和仪真驿等都建于船闸处）。 

总之，运河商贸活动，一般都会发生在码头、桥梁、驿站、粮仓、交汇点、航运节点等附近，而运河税关的设立,更会考虑

独特的交通地理位置、繁荣的商贸活动以及充足的税源等因素。而上述几种规律之中，运河水利工程指向性和交汇点指向性规

律是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的基础性规律,即一般先有这两个规律,后有其他规律;在这两个规律的作用下，节点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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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 1991 年版，第25-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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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运河机构指向性、运河商贸活动指向性等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通过研究分析论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生成与分布，

往往不仅限于某种单一规律,一般是多重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多重规律之间，有先有后，既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又相互促进、

互为因果，这更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研究中加以识别。 


